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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冲击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李媚媚,  于津平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　要： 在全球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

易大国，如何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优化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成为推进共同富裕战略面

临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实证检验了外需冲击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

需冲击显著改变了企业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体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这种再分

配效应主要通过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需冲击对要素收入

分配的抑制作用主要发生在高生产率企业、大型企业、高研发程度企业和高价值链位置企业。

本文研究成果不仅为深化开放经济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撑，更为新时

代统筹推进贸易强国建设与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需要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

通过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优化产业升级路径等综合举措，促进要素收

入分配的合理化，确保全球化红利更好惠及广大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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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

度”，并将“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作为“十五五”规划时期的重要目标。全会同

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这对如何在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优化

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要素收入分配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

核心指标，其变动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与分配格局的优化。Karabarbounis和
Neiman（2014）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普遍呈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在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广泛存在。这反映了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可能

加剧收入不平等并影响社会长期稳定。Grossman和Oberfield（2022）则从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

揭示了其对要素分配格局的系统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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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在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劳动

收入份额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白重恩等，2008）。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日益成为影响企业生产决策的关

键外生变量。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形势的剧烈波动不断考验着企业的经营韧性。

具体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供应链中断、中美博弈加剧、越南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中

低端制造领域形成替代竞争等国际冲击，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表现，更可能通过改变企业

的技术选择和要素配置策略，重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格局。传统要素禀赋理论预

测，劳动丰裕型国家参与贸易能够提升劳动要素的相对回报。然而，基于异质性贸易理论的部

分研究则认为，即使劳动密集型国家也可能因承担低附加值环节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Acemoglu，2002；Antras等，2017）。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贸易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Autor等（2020）发现，

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通过促进超级明星企业崛起与市场集中，降低了美国制造业的劳动收入

份额。然而，既有研究多关注进口竞争，而关于外需冲击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情境下的

探讨仍显不足。国内研究虽从要素成本上涨和技术偏向等角度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罗长

远和张军，2009；黄先海和徐圣，2009；何欢浪和张娟，2019），但大多基于宏观或行业数据，难以

识别因果机制，也缺乏对企业异质性的深入分析。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出口导向增长具有独

特性，基于发达经济体的理论未必完全适用。

基于此，本文利用2010—2023年CSMAR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CEPII-BACI数据库的

匹配数据，考察外需冲击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需冲击显著降低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外需冲击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为创新效应和价

值链升级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规模

较大、生产率较高、研发强度较大、价值链地位较高的企业中。本研究为理解外部冲击下的要素

分配机制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与机制解释，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与以往关注内部要素或政策扶持

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全球化视角将外需冲击作为核心变量，为理解外部环境变化对要素收入分

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第二，在研究机理上，本文识别出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

两条关键传导路径，揭示了外需冲击如何驱动资源重新配置。同时发现了基于企业规模、生产

率等特征的多层次异质性，丰富了要素收入分配理论的微观机制。第三，在研究意义上，本研究

表明外需冲击通过创新和价值链升级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为政策制定者在促进技术进步

与全球化的同时如何平衡劳动者权益保障、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第二类是外需冲击

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要素使用和工资结构，第三类是技术进步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第一类相关文献探讨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这类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研究提升

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因素；另一种研究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消极因素。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方

面，研究发现，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肖土盛等，2022）、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肖土

盛等，2023）、碳排放权交易（李颖和胡榕，202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谷阳等，2024）、加强劳

动保护（钱雪松和石鑫，2024）、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李金磊等，2024）等政策措施均具有显著效

果。这些因素通过改善劳动力的市场地位、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或削弱企业的垄断势力，从

而推动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从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角度看，研究表明，全球化和技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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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冲击（黄先海和徐圣，2009；Autor等，2020）、最低工资上涨（何欢浪和张娟，2019）、劳动力

人口的老龄化（Acemoglu和Restrepo，2022；张明昂和吴楠，2024）、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

力量（解恩泽和余淼杰，2024）、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张子尧等，2023），以及超时加班现象（宣

扬和武凯文，2023）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抑制因素通常会通过增加企

业的用工成本、促进劳资替代或引致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第二类相关文献探讨了外需冲击对企业经营决策、要素使用和工资结构的影响。作为国民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国际经济形

势愈加复杂，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外需冲击频繁发生，给企业行为和决

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企业经营策略调整来看，已有研究表明外部需求冲击会对

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例如，Aghion等（2018）指出，需求冲击能够显著提

升企业创新能力，企业为应对外需变化可能会采取多种策略，包括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高

出口韧性和多元化水平、转向国内市场、抑制出口市场份额（Antoniades，2015；戴觅和茅锐，

2015；Aghion等，2018；刘慧和綦建红，2021；魏浩和涂悦，2024；高运胜等，2025）。还有研究认为

外需冲击有助于促进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岳帅等，2024），从而形成更为激烈的就业竞争。从要

素使用和工资结构来看，外需冲击对企业劳动力配置产生直接影响。Nucci和Pozzolo（2010）研
究发现，汇率升值对意大利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企业降低了就业人数和工资水平。

Ekholm等（2012）研究表明，汇率上升引致的需求冲击使挪威企业减少了雇佣人数。而侯欣裕

和孙浦阳（2019）发现，外部需求有助于提高企业工资水平。Mayer等（2014）研究表明，外需冲

击增加导致出口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倾向于专注生产和销售表现最佳的产品，并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来提高生产率。更进一步地，谢娟娟等（2025）发现外部需求扩张通过竞争效应和出口规模

效应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而铁瑛和刘逸群（2025）则发现外部需求扩张通过促使出口企

业购入更多进口资本品并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本文认为，现有

研究主要基于2000—2014年或2000—2016年数据，而2016年后“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美贸易

摩擦等重大事件可能改变了外需冲击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此外，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

业进出口规模扩张、竞争力提高和生产率提升等传统渠道，但忽略了外需冲击如何通过改变企

业技术创新行为和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进而引发要素替代效应和议价能力变化。因此，本文

聚焦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揭示外需冲击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微观传导路径，为理

解新时期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第三类相关文献关注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黄卓等（2024）的研究发现，智能制

造通过互补效应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升级，从而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然而，Acemoglu和
Restrepo（2018）构建的模型显示，自动化带来的资本积累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

地，Acemoglu和Restrepo（2019，2022）通过对美国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自动化确实会导致资

本取代劳动，进而压低劳动收入份额。此外，Graetz和Michaels（2018）从宏观层面分析了机器人

在17个国家（地区）工业领域的应用，发现机器人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何

小钢等（2023）则从微观层面出发，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影响，发现机器人应

用通过资本—劳动替代效应、工资率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等路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

额。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外需冲击通过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机制抑制劳动收入份

额的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现有研究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外需冲击对企业行为的作用以及技术进步的

要素替代效应等角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支持。然而，目前对外需冲击如何通过创新效

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分析仍然不足。本文聚焦这一研究缺口，深

入探讨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及其异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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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理论假说分析

（一）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基准效应

外需冲击作为企业面临的重要外部环境变化，会直接改变其生产决策与要素投入结构，从

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的基准影响。外需冲击内含的效率提升与成本节约导向，会驱动企

业进行要素配置的优化，其基准影响可能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具体而言，外需市场对

产品质量和交付效率的更高要求，促使企业倾向于采用更具效率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而非

简单地增加同质化的劳动力。同时，外需增长带来的收入为企业调整要素投入结构提供了资

源，使其有动力和能力用更先进的资本设备来替代重复性、常规性的劳动（Acemoglu和Restrepo，
2018）。这一过程直接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密集度，导致新增价值中资本所得的分配比例

上升，而劳动所得的分配比例相应下降，从而构成了外需冲击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基准效应。

（二）外需冲击、创新效应与劳动收入份额

外需冲击推动企业在市场机遇和发展压力下寻求新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其带来了进行

战略性投资的资源和机遇。为了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非短暂的规模优势，企业有强烈的动

机将外需冲击带来的部分利润投入到技术创新活动中（Bloom等，2019）。外需冲击发生时，企

业往往会通过自动化、数字化等技术手段来提高生产灵活性和产品标准，以更好地满足国际市

场的高标准需求。此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繁荣时期出台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进一

步激励了企业的创新技术投入。这一趋势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尤为显著，因为这些行业面

临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更高的技术门槛，技术创新成为企业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途径

（Aghion等，2018）。
然而，企业技术创新通常呈现出明显的资本偏向与技能偏向特征，从而通过要素替代效应

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压制。具体而言，技术创新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的边际生产

率，使其在生产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更加关键；相反，大量从事常规任务的低技能劳动者被替

代（Acemoglu和Restrepo，2018），其边际贡献和议价能力随之减弱（Autor等，2020）。这种替代

效应导致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和高技能劳动者倾斜，而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份

额下降，并往往主导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研究证实，机器人（Graetz和Michaels，2018）、信
息技术（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等创新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是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外需冲击通过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动，在提升企业整体生产率的同时，也重

塑了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加剧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

（三）外需冲击、价值链升级效应与劳动收入份额

外需冲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推动企业对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战略性调整。外

需冲击为企业提供了资源基础和市场空间，面对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与更复杂的竞争生态，企业

不再满足于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外需冲击带来的利润积累和学习效应，使其有能

力投入更多资源用于研发、品牌建设和核心技术开发，从而向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Baldwin，
2016）。此外，外需冲击也增强了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的联系和合作，促进技术溢出和管理经验

交流，推动企业生产活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加速这一升级进程（Atkin等，

2017；Brancati等，2017）。
然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上移，往往伴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价值链的高附

加值环节通常具有更高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度，对知识、专利和品牌等无形资本的依赖远高于对

常规劳动力的依赖（Timmer等，2014）。当企业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

的研发、营销环节转型时，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相对贡献度显著提升，而劳动的贡献度则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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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此外，价值链上游环节通常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和经济租金，而这些额外收益多数由资

本所有者而非劳动者获取。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过程中，企业往往将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或转

移到低成本地区，从而降低了国内劳动在企业总收入中的份额（Grossman和Rossi-Hansberg，
2008）。Reshef和Santoni（2023）发现，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存

在显著关联，特别是在那些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的产业。因此，尽管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位置的提升有助于增强整体竞争力和创造更多总价值，但这一过程同时改变了企业内部的收

入分配格局，使得劳动在增加值中的相对份额持续下降。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外需冲击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假说2：外需冲击通过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四、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LaborShareit = α1+α2DemandShockit−1+α3controlit +µi+ νkt +εikt （1）

i k t LaborShareit

DemandShockit−1

controlit µi

νkt εikt

其中，下标 、 和 分别表示企业（上市公司）、行业和年份。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

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为企业面临的外需冲击，考虑到外需冲击对企业的影响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对其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代表本文控制变量的集合。 为企业

固定效应（Firm FE）， 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Industry-Year FE）， 为残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收入份额，参照现有研究（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施新政等，

2019）的测量方法，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劳动收入份额LaborShare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营业总收入
（2）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外需冲击。为准确识别外需冲击对企业的因果效应，本文参考

Dhyne等（2022）、但佳丽等（2025）和余振等（2025）的方法构建外需冲击指标。

DemandShockit =
∑

cp

Vicpt0

Vit0

d lnWDcpt （3）

p c t WDcpt

t c p d lnWDcpt

p Vicpt0/Vit0 i t0

c p

i t−1 t

其中，下标 代表HS6分位产品，下标 表示企业的出口目的国，下标 表示年份。 指标反映

了样本观测期 年国家 对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除中国外）的总进口需求。 表示外部需

求对数变化，反映世界（除中国外）对产品 的进口需求增长率； 表示企业 在基期 对

国家 —产品 组合的出口占比（exposure shares），即出口份额权重。该指标的经济含义为：企业

在 期对不同国家—产品组合的出口占比与 期世界（除中国外）对这些产品进口需求变化

的加权平均，加总得到企业层面的外需冲击。

Vicpt0/Vit0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采用2013—2014年计算出口份额权重 ，理由如下：一是稳定性

考量。2010—2012年处于金融危机后调整期，产业结构不稳定，而2013—2014年进入新常态，能

更好代表企业常规出口模式。二是外生性要求。2013—2014年企业无法预见后续重大政策变

化，如2015年“811汇改”、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及2018年贸易摩擦等，满足外生性要求，符合贸

易冲击研究惯例（Benguria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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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cpt c

综上，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构建外部冲击指标时进行了以下考虑。第一，参照

Berman等（2015），计算 时剔除进口国 从中国进口的部分，消除本国出口对外需冲击指

标的直接影响。第二，采用国家—产品上一期（而非当期）出口额构建指标，并将核心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纳入回归（但佳丽等，2025）。第三，参考Mayer等（2021），在加总到企业—年份层面时

采用基期简单平均法，避免企业出口市场组合调整对权重产生反向影响。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以下变量以提高结果的稳健性。①企业规模（Size）。以总资产对数值衡量，控制

不同规模企业在资源禀赋、融资能力与规模经济上的差异。②企业年龄（Age）。以ln（观测年

份－开业年份+1）衡量，控制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差异导致的选择性偏误。③企业生产率（TFP）。

采用Levinsohn和Petrin（2003）半参数法估算，排除生产率差异造成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与报酬

的偏差。④企业所有权性质（SOE）。设置国有企业虚拟变量，控制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稳定就业

等方面的政策倾向差异。⑤股权集中度（Top5）。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衡量，控制股权结

构对利润分配决策的影响。⑥长期负债率（Longlev）。以长期负债/总资产衡量，控制财务约束对

用工与薪酬决策的影响。⑦行业竞争度（HHI）。采用基于总资产的赫芬达尔指数，控制行业市

场结构对企业定价能力与要素议价能力的影响。

为剔除极端值处理，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双侧1%缩尾处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见表1。表1显示，外需冲击（DemandShock）的取值范围为[−1.2615，0.8741]。为更直观

地展示这一特征，图1报告了样本期2010—2023年正负冲击占比的分布情况，其中包含三个主

要负向冲击时期，即2015—2016年全球贸易寒冬期、2019—2020年贸易摩擦冲击期、2023年全

球衰退压力期；同时也包含显著的正向冲击时期，即2010—2011年危机后复苏期和2021年反

弹期。
 
 

表 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s Observations Mean Std Dev Minimum Median Maximu
LaborShare 10 983 0.1281 0.0774 0.0129 0.1148 0.4258

DemandShock 10 983 0.0119 0.2757 −1.2615 0.0119 0.8741
Size 10 983 22.3163 1.2537 19.8465 22.1402 26.2151
Age 10 983 2.9276 0.3289 1.7918 2.9957 3.5264
HHI 10 983 0.1423 0.1163 0.0396 0.0892 0.7400
TFP 10 983 8.3962 1.0402 6.2552 8.2951 11.1715
SOE 10 983 0.3317 0.4708 0.0000 0.0000 1.0000
Top5 10 983 50.7859 14.8730 19.0365 50.2359 86.3165

Longlev 10 983 0.0598 0.0751 0.0000 0.0283 0.3381
 

外需冲击正负向指标特征对因果识别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正负冲击的交替出现有效排除

了纯趋势驱动的替代性解释，证实外需冲击捕捉的是真实波动而非单向增长趋势。其次，样本

同时覆盖需求扩张与收缩两个方向，使本文能够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检验外需冲击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是否保持一致，显著增强了因果推断的稳健性。最后，同一年份内企业间的显著

异质性表明基期出口份额无法预测未来需求变化方向，支撑了Bartik工具变量设计的外生性

假设。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23年CSMAR数据库、CEPII-BACI数据库和

2010—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库。首先，CSMAR数据库提供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特征变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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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2010—2023年数据以避开金融危机影

响，并剔除ST、*ST及资产负债率超100%
的异常样本。其次，中国海关数据库涵盖

HS编码、企业名称、贸易方式、金额等进出

口信息，用于计算外需冲击变量。样本期内

HS编码存在调整（2010—2011年使用

HS2007，2012—2014年使用HS2012），本
文对不同版本编码进行了匹配和统一。中

国海关数据库与CSMAR数据库的匹配采

用三步法：企业名称匹配、传真号码+邮编

匹配、电子邮箱匹配。最后，CEPII-BACI数
据库由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基于联合国

COMTRADE数据开发，提供标准化的国

家—产品层面双边贸易流量数据，本文将

此用于计算各国—产品层面的外需冲击指数。

（四）特征事实分析

为了探究外需冲击对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的影响，图2展示了外需冲击与劳动收入

份额之间的相关性。如图2所示，外需冲击

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呈现负向相关关系，

初步证明了外需冲击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的结论。在后续实证分析中，本文将对外

需冲击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因果关系

展开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五、  主要回归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外需冲击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本节对此予以

验证，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第（1）列是基础的回归模型，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外需冲击，

其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2）列加入

企业、行业—年份固定效应，第（3）列加入控制变量，外需冲击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即使在

控制了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外需冲击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第（4）列
则同时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外需冲击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显著为负。总体而言，四列回

归模型都显示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基于此，假说1成立。

（二）内生性讨论

前文本文使用了Bartik工具变量方法构建外需冲击指标，已较大程度上降低了本文潜在的

内生性，为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与可观测高维特征相关的遗漏变量偏误，本文进一步参考

Autor等（2013）的思路，在BACI数据库中处理数据时，识别在出口市场份额占到5%、10%、

15%和20%的年份—出口目的国—产品需求信息进行删除（侯欣裕和孙浦阳，2019），重新计算

企业的外需冲击并进行回归分析。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在于，当中国企业在某一特定市场的份

额较高时，其出口行为可能对该市场需求产生显著影响，从而导致外需冲击变量与企业出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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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23年外需冲击的年度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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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外需冲击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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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通过删除份额超过一定比例的市场组合，可以有效降低中国企业对

需求冲击的自我影响，确保外需冲击更具外生性，使其能够更准确地作为因变量的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如表3第（1）至（4）列所示，不论剔除何种出口市场份额的比例，外需冲击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外需冲击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仍然稳

健。这进一步支持了通过调整外需冲击的构建方法来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做法的合理性。
 
 

表 3    内生性讨论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Drop if Share≥20%、15%、10%、5%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DemandShock −0.0035*** −0.0033*** −0.0038*** −0.0033***

（0.0013） （0.0012） （0.0012） （0.0012）
Constant 0.2408*** 0.2649*** 0.2563*** 0.2652***

（0.0738） （0.0710） （0.0667） （0.0640）
Observations 8 054 8 816 9 636 10 368

R-squared 0.8489 0.8470 0.8471 0.844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稳健性方法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1）更换核心解释变量。使用

2013年、2014年、2012—2014年均值、2010—2012年均值这几个基期出口份额权重替换基准回

 

表 2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DemandShock −0.0115*** −0.0046*** −0.0065** −0.0033***

（0.0032） （0.0018） （0.0027） （0.0012）
Size 0.0272*** 0.0185***

（0.0022） （0.0026）
Age 0.0378*** 0.0268**

（0.0047） （0.0128）
HHI 0.0077 −0.0097

（0.0144） （0.0116）
TFP −0.0645*** −0.0722***

（0.0024） （0.0029）
SOE −0.0007 0.0017

（0.0016） （0.0013）
Top5 −0.0001 −0.0003***

（0.0001） （0.0001）
Longlev −0.0996*** 0.0103

（0.0193） （0.0123）
Constant 0.1305*** 0.1304*** −0.0399 0.2541***

（0.0021） （0.0000） （0.0358） （0.0626）
Observations 13 063 13 040 11 005 10 983

R-squared 0.0016 0.7416 0.3186 0.8426
Firm FE NO YES NO YES

Industry-Year FE NO YES NO YES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的标准误。如无特殊说
明，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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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中2013—2014年基期出口份额权重，重新计算外需冲击指标。回归结果见表4第（1）至（4）列。

（2）更换被解释变量。借鉴白重恩等（2008），采用要素成本法中增加值的概念来估算，即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固定资产折旧）”测量劳动收入份额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还对该指标进

行logistic转换，并取自然对数（魏下海等，2013），即ln[LS/(1-LS)]。回归结果见表4的第（5）至（6）
列。（3）控制多维固定效应。将基准回归模型中的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替换为企

业固定效应、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替换为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

表5的第（1）至（2）列。（4）更换聚类维度。将基准回归中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分别调整为在行业

和省份层面进行聚类。回归结果见表5第（3）至（4）列。（5）增加控制变量。进一步纳入公司治理

相关变量，即加入总经理持股数量（CEOshare）、高管薪酬总额占比（Execomp）和有海外工作经

历的董事数量（Overseas），以缓解潜在遗漏变量偏误。回归结果见表5第（5）列。以上五种检验

方法所得结果均证实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更换核心变量

Variables
（1） （2） （3） （4） （5） （6）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基期出口份额权重 更换被解释变量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DemandShock −0.0026** −0.0025* −0.0033*** −0.0023* −0.0053** −0.0198**

（0.0011） （0.0013） （0.0013） （0.0012） （0.0026） （0.0088）
Constant 0.2540*** 0.2543*** 0.2538*** 0.2539*** 0.7347*** −1.4512**

（0.0626） （0.0626） （0.0626） （0.0626） （0.1106） （0.5737）
Observations 10 983 10 983 10 983 10 983 10 983 10 983

R-squared 0.8426 0.8425 0.8426 0.8425 0.7215 0.896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固定效应、聚类维度、控制变量

Variables
（1） （2） （3） （4） （5）
更换固定效应 聚类层面分别更换为行业、省份 增加控制变量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DemandShock −0.0028** −0.0028** −0.0033** −0.0033*** −0.0039***

（0.0014） （0.0013） （0.0012） （0.0010） （0.0013）
Constant 0.2746*** 0.2604*** 0.2541*** 0.2541*** 0.1425**

（0.0622） （0.0700） （0.0819） （0.0712） （0.0686）
CEOshare −0.0003***

（0.0001）
Execomp 0.0417***

（0.0046）
Overseas 0.0027***

（0.0010）
Observations 10 977 11 002 10 983 10 983 8 965

R-squared 0.8340 0.8255 0.8426 0.8426 0.860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NO NO YES YES YES
Province-Year FE YES NO NO NO NO

Year NO YES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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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进一步研究

（一）机制检验

前文表明，外需冲击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指出这种作用背后的内在机制为创

新效应机制和价值链升级效应机制，本文对此进行检验，检验方式参考马述忠等（2025）的方

法，即基于调节效应思想，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

乘项模型，并估计和检验交乘项的系数。

1.创新效应

外需冲击通过创新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外需冲击为企业提

供更充裕的现金流和更大的市场规模，降低了创新的融资约束和规模经济门槛。同时国际市场

竞争压力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以维持竞争优势。企业的技术创新往往呈现资本偏向性特征

（Acemoglu，2002），即偏向于节省劳动、使用资本的自动化技术。虽然技术进步会同时提升增

加值（分母）和劳动报酬（分子），但关键在于两者的相对变化速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技术替

代了大量普通劳动力，就业结构向少数高技能岗位集中，虽然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上升，但其占

比有限，且普通劳动者议价能力被削弱。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主要转化为资

本回报而非按比例提高全体劳动者报酬。因此，净效应是劳动报酬增速显著低于增加值增速，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以申请发明专利总数（InventionSum）衡量创新强度，并以国外已授

权的发明专利数量（InventionFore）进一步检验。表6第（1）至（2）列回归结果显示，外需冲击与

创新强度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创新强度越高，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

越强。这一结果印证了创新效应机制的存在，即外需冲击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技术创

新，而这一过程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技能溢价扩大等路径进一步压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换言之，

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对外需冲击的敏感性越大，外需冲击通过强化技术进步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创新效应 价值链升级效应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DemandShock 0.0017 0.0002 −0.0022* 0.0027
（0.0021） （0.0015） （0.0013） （0.0018）

DemandShock×InventionSum −0.0014*

（0.0008）
DemandShock×InventionFore −0.0113***

（0.0040）
DemandShock×ValueChain −0.0051***

（0.0009）
DemandShock×GVC −0.0121*

（0.0074）
Adjustment Term 0.0008* 0.0029 0.0003 −0.0076***

（0.0004） （0.0034） （0.0003） （0.0027）
Constant 0.2679*** 0.2691*** 0.2534*** 0.4294***

（0.0691） （0.0693） （0.0626） （0.0862）
Observations 6 183 6 183 10 983 4 657

R-squared 0.8758 0.8757 0.8431 0.923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注：Adjustment Term各列依次对应InventionSum、InventionFore、 ValueChain、GVC的主效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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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收入分配产生了叠加性的负面效应。

2.价值链升级效应

外需冲击促使企业调整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这种战略性调整直接影响企业要素需

求结构和收入分配（Timmer等，2014）。理论上，全球价值链呈现“微笑曲线”特征，上游的研发

设计、品牌运营等环节和下游的营销服务等环节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而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附

加值相对较低（Mudambi，2008）。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创新、品牌溢

价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这些活动创造的价值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对外购中间投入的依赖

程度较低，因而增加值率较高。相反，处于价值链下游加工组装环节的企业，主要从事将外购零

部件进行简单组装的活动，自主创造的价值有限，增加值率相对较低。因此，增加值率能够有效

反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自主创造价值的能力。

本文参考刘媛媛和刘斌（2014）及Yin等（2022）的方法，采用增加值率（Value Chain指数）

衡量价值链升级。具体方法为：当期工业增加值＝（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应付

职工薪酬）+（净利润－营业外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收益+营业外支

出+资产减值损失）+（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返还税费）+应付利息；增加值率＝增加

值/（增加值＋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该指标反映企业自主创造价值占总投入的比

例，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越高，越接近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数值越低则

表明企业更多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活动，能够有效捕捉企业从外购中间品向价值链上游

攀升的程度。此外，本文参考现有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研究（张杰等，2013；吕越等，2015；
蒋为等，2024），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

层面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进行测算。具体而言，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GVC）的测算方法

如下所示。

GVCit =
VF

it

Xit
=

{
MP

it +XO
it [MO

it /(X
O
it +Dit)]

}
Xit

（4）

VF其中， 表示企业出口中来自国外价值链的价值；M、X和D分别表示企业进口、出口和国内销

售；上标O和P分别表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此基础上，本文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通过识

别中间投入、识别贸易代理商以及剔除过度进出口企业对GVC进一步准确测算。

表6第（3）至（4）列回归结果显示，外需冲击与价值链升级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

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会随着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而增强。这一结果印证了

价值链升级效应机制的存在：外需冲击促使企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而这一过程通过资本深

化、经济租金向资本倾斜、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等路径进一步压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换言之，价

值链位置越高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对外需冲击的敏感性越大，外需冲击通过强化价值链重

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叠加性的负面效应。基于此，本文的假说2成立。

（二）异质性分析

1.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其吸收和应用新技术、调整生产组织方式的基础能力指标。高生产率

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管理能力、更完善的技术体系和更充裕的内部资金，使其在面对外需冲击

时能够快速启动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战略（Melitz，2003）。相比之下，低生产率企业受限于

技术吸收能力和资源约束，更可能采取扩大现有产能、增加劳动投入等传统方式应对需求变

化，难以实施资本偏向型技术改造。基于此，本文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位数划分高低生产

率企业。表7第（1）至（2）列显示二者之间的组间差异系数p值为0.0000，说明两组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即外需冲击显著降低高生产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对低生产率企业影响不显著，这

表明，具备较强技术能力的企业会在外需冲击时更倾向于选择资本密集型调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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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异质性分析结果：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

Variables
（1） （2） （3） （4）

低生产率企业 高生产率企业 中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DemandShock −0.0026 −0.0031*** −0.0034 −0.0022*

（0.0019） （0.0011） （0.0021） （0.0012）
Constant 0.4325*** 0.2137*** 0.4328*** 0.3241***

（0.0838） （0.0670） （0.0912） （0.0767）
Observations 5 214 5 586 5 001 5 852

R-squared 0.8364 0.8989 0.8401 0.9070
组间差异分析

Chow test P-Value
24.43
0.0000

109.26
0.000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2.企业规模异质性

企业规模反映了资源动员能力和战略调整的可行性。大型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优势、更强的

融资能力和更完善的研发体系，能够承担创新的高额固定成本和价值链重构的转换成本

（Aghion等，2018）。此外，大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往往占据关键节点，面临更激烈的国际竞

争，因而有更强的升级压力和动机。小型企业则受限于资金、人才和市场地位，难以实施大规模

技术改造或价值链调整。因此，本文以企业员工人数中位数划分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回归

结果见表7第（3）至（4）列。从组间差异分析结果看，p值为0.0000，说明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从

系数显著性看，外需冲击显著降低大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小型企业影响不显著，这印证了

资源约束在外需冲击传导机制中的关键作用。

3.企业研发程度异质性

研发投入是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也是前文创新效应机制的核心要素。比较不同研发

强度企业的反应差异，以更精确地识别技术创新路径在外需冲击影响劳动份额中的作用。一般

而言，高研发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储备和创新惯性，在外需冲击提供资金支持时能够迅速将研

发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升级，实施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低研发企业缺乏技术积累，即使获得

外需机会也难以快速启动创新进程。本文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值的中位数划分高低研发

企业。回归结果见表8第（1）至（2）列。从组间差异分析结果看，p值为0.0000，说明两者间存在显

著差异；从系数显著性看，外需冲击显著降低高研发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低研发企业影响不

显著。这与前文机制检验中创新强度越高，劳动份额下降越明显的发现高度一致。

4.企业价值链地位异质性

价值链地位反映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功能定位和升级空间，比较不同价值链位置企

业的差异化反应，可以验证价值链位置是否影响外需冲击的分配效应。一般而言，高价值链地

位企业已处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更高的资本密集

度，其生产方式本身就更依赖技术和品牌而非劳动（Gereffi，1999）。当外需冲击发生时，这类企

业倾向于进一步强化技术优势和品牌投入，加剧资本偏向特征。低价值链地位企业多从事加工

组装等劳动密集环节，短期内难以实现功能跃升。价值链异质性检验直接对应前文的价值链升

级效应机制，本文以增加值率的中位数划分高低价值链地位企业。回归结果见表8第（3）至（4）
列。从组间差异分析结果看，p值为0.0000，说明两者间存在显著差异；从系数显著性看，外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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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显著降低高价值链地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低价值链地位企业影响不显著。这与前文机制

检验中价值链位置越高，劳动份额下降越明显的结论相互印证，进一步确认了价值链升级路径

的重要性。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研发程度、价值链地位

Variables
（1） （2） （3） （4）

低研发企业 高研发企业 低价值链地位企业 高价值链地位企业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LaborShare

DemandShock −0.0034 −0.0034*** −0.0013 −0.0068***

（0.0025） （0.0013） （0.0013） （0.0021）
Constant 0.2328** 0.2879*** 0.2935*** 0.2406**

（0.0902） （0.0875） （0.0594） （0.0991）
Observations 4 452 6 233 5 556 5 185

R-squared 0.8557 0.8504 0.8522 0.8484
组间差异分析

Chow test P-Value
103.31
0.0000

135.83
0.000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Year FE YES YES YES YES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23年CSMAR数据库、CEPII-BACI数据库和2010—2014年中国海关数

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了外需冲击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需冲击显著

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种抑制效应主要通过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实现。此外，

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企业规模、生产率、研发程度和价值链地位异质性，具体

表现为，外需冲击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作用主要发生在大型企业、高生产率企业、高研发程度

企业和高价值链地位企业。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需求结构转型，以内需的稳定性对冲外部冲击的波动性。基准结论表明，外需冲

击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普遍的抑制效应，凸显出经济对单一外部需求的依赖将加剧内部分配

结构的脆弱性。因此，政策的长远着力点应转向培育强大、有韧性的国内市场。核心在于提升居

民消费能力与意愿，这需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健全社会保障网络来切实增加家庭可支配

收入与消费信心。同时，鼓励企业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减少对特定区域的过度依赖。当内需

成为增长的主要稳定器，且外部市场来源更为分散时，企业因外部订单剧烈波动而被迫或主动

采取的、不利于劳动要素的分配调整压力将会显著减弱，从而增强国民经济整体应对外部风险

的韧性。

第二，引导创新与升级的路径，平衡效率提升与收入分配。机制检验揭示，外需冲击主要通

过驱动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来抑制劳动收入份额，这两种活动往往内嵌资

本偏向性。这意味着，旨在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公共政策，需同步考量其分配后果。在支

持企业创新时，资源可适当向能提升劳动者技能和协作效率的技术领域倾斜。在推动产业链升

级过程中，应重视发展高附加值且能创造更多优质就业的生产性服务环节。通过这种结构性引

导，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不仅能提升国际竞争力，也能带动更广泛的劳动要素质量提升与报酬

增长，实现效率与共享的良性互动。

第三，实施差异化的企业引导策略，实现精准调控。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需冲击的负面影响

集中体现在规模大、效率高、研发密集和价值链地位领先的企业群体中。这要求分配调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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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精准识别并分类施策。对于这些处于全球化前沿的头部企业，可鼓励其将部分国际竞争力

提升带来的收益用于内部共享，探索利润增长与劳动者报酬提升的长期联动机制。对于中小型

及传统企业，政策重点则在于通过技术扩散、融资支持和市场接入等方式赋能，帮助其稳步提

升生产率与抗风险能力，为其维持合理的劳动收入占比奠定坚实的经营基础。通过这种差别化

引导，使各类企业在应对外部挑战时，都能沿着兼顾发展与共享的路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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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factor
income, how China can optimize its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while deepl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has become a critical practical challenge for advancing the strategy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xternal demand shocks affect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at the firm leve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external demand shocks significantly alter the
patterns of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manifesting specifically as a substantial decline in labor income
share. This redistributive effect is primarily realized through the innovation effect and the value-chain
upgrading effec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external demand
shocks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mainly occurs in high-productivity firms, large-scale firms, high
R&D intensity firms, and high value-chain position firms. The findings not only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epening the theory of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open
economy, but also offer policy insights for coordin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ding nation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through comprehensive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income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labor skill training,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paths while fostering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thereby ensuring that the dividends of globalization better benefit the broad
work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external demand shocks;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novation effect;  value-chain
upgrading effect;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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